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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实施要求全面了解改革开放之后前往相关国家
的中国“新移民”的生存状况。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大

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研究选择与当地社会接触最深入的坦桑尼亚华裔商人为对

象，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从华商日常生活的两大组成部分———经营活动和社会交往切入，

真实呈现他们与当地社会的互动情况，并从坦桑尼亚经济社会转型和华商生活世界两个

视角分析华商经济积极融入、社会互动主动隔离这一模式形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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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公布的统计数据，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已经超过５０００万。改革
开放３０多年来，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和深入，越来越
多的中国“新移民”离开故土前往五大洲发展，足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东南亚周边国家。①“一带一

路”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阶段，这一宏图伟业的实施要求我们全面了解上述“新移

民”群体在目的国的生存状况。

非洲是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大洲之一。２０００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非间交往逐步由
国家主导向私营企业和个人过渡，自发前往非洲旅游、求学、工作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到２０１２年底，
在非洲工作生活的华侨华人总数已经超过１００万。② 其中大部分不是政府或国企派遣的员工，而
是自发前往非洲寻求商机的私营企业或个体商户，他们深入非洲各国的城镇乡村、大街小巷，与非

洲普通民众接触、互动。国内外学界对于在非华侨华人的研究重点近年来从移民历史逐步转向生

存现状，认为中国“新移民”处境的恶化与其本身的生活、经营习惯、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当

地社会的误解和排斥有关。③ 与国外学界研究相比，国内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笼统，对于华

侨华人在非洲的真实工作和生活，尤其是他们遭遇困境原因的探讨缺乏深度。国外学界的相关研

究逐渐深入，注意对不同国家研究的对比，总结华侨华人处境的共性，不足之处在于对华侨华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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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为２０１５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跨界民族事务与边疆治理创新经验国际比
较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ＪＪＤ８５００１０）、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跨界民族及边疆治理国际经验比较研
究”（项目编号ＢＦＳＵ２０１１－ＺＤ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课题研究成果，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２０１１－１１／３０／ｃ＿
１１１２０６７１９．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５月３日浏览。

周海金：《非洲华侨华人生存状况及其与当地族群关系》，《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参见李鹏涛：《中非关系的发展与非洲中国新移民》，《华侨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沈晓雷：《试析中国新移民融入津巴

布韦的困境》，《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５期；陈凤兰：《文化冲突与跨国迁移群体的适应策略—以南非中国新移民群体为例》，《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２０１１年０３期；徐薇：《华侨华人在非洲的困境与前景展望》，《东南亚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周海金：《在非华人的安全风
险与规避策略探析》，《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当地社会互动中出现的问题倾向于简单归结为文化差异。①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是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中国“新移民”发展最

快的大陆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本研究选择位于非洲东南部的坦桑尼亚的华裔商人为研究对象，

重点呈现他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与当地社会的交往互动。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坦桑尼亚都是

中非民间交往的重要国家，主要集中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华裔商人则是与当地社会接触最深入、

互动最频繁的华人群体。本研究基于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６月在达累斯萨拉姆华商聚集的“卡里亚库
（Ｋａｒｉａｋｏｏ）”大型批发市场的田野调查，共走访４９名华商，对其中１３人进行多次访谈，并在他们经
营的店铺和住所进行参与观察。

本研究将从华商日常生活的两大组成部分———经营活动和社会交往切入，真实呈现他们与当

地社会的互动情况。经营活动方面着重描述华商与当地雇员和客户的交往特点，社会交往重点呈

现华商在经营活动之外与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的互动情况。本研究将在此基础上总结华商与当地

社会互动的模式，并从坦桑尼亚经济社会转型和华商生活世界两个视角分析华商与当地社会交往

困境的根源。

一、经济领域积极融入———与雇员、客户的互动

坦桑尼亚的华商群体按照赴坦时间可分为以下三类：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国内国企改制引发下岗
潮，一些下岗员工为了生存来到坦桑尼亚。２００６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坦桑尼亚以及同年中非合作论
坛北京峰会召开后，在双方政府推动下，大批华人到坦桑尼亚投资或经商。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访
问坦桑尼亚，将坦桑尼亚确定为中非工业合作的试点国家，更多懂经营、有技术的企业家和商人开

始前往坦桑尼亚谋求职业发展。笔者接触到的访谈对象与上述分类基本吻合，绝大多数是２００６年
前后来到坦桑尼亚。无论是通过家人、亲戚、朋友介绍还是受国内私营企业派遣，他们的目的都是

为了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和经济收入，尤其是后者。他们出发前对于坦桑尼亚和非洲大陆几乎没

有了解，最多是看过少量自然风光纪录片和旅游博客，完全不懂当地语言（斯瓦希里语），极少数人

稍懂一点英语，大部分人甚至是第一次出国。

坦桑尼亚自１９９２年实施多党制以来，经济领域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１９９７年，坦桑尼亚颁布《投资法》（Ｔｈｅ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Ａｃｔ），并设立坦桑尼亚投资中心（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根据坦桑尼亚投资中心颁布的最新投资指南，华商从事的商品进口和销售并非
是政府鼓励的优先投资领域。而且，由于华商大量无序涌入对本地零售业造成的冲击，坦桑尼亚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对华商的经营活动、市场准入、员工雇佣等进行规范，目的在于突出华商的投

资者身份，而不是倾销低端伪劣产品的小商贩。举例而言，华商只允许从事商品批发，开业前需按

１９９７年《投资法》的规定向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缴纳最低注册资本１０万美元。华商必须申请Ａ类居
留许可（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ＰｅｒｍｉｔＣｌａｓｓＡ），签证费为３０５０美元，比从事制造业和农业领域投资的同类签证
费用高出许多。每个外国投资者最多只能雇用５名所在国员工，并且必需向投资中心提出工作签
证申请，此举旨在促进坦桑本地就业。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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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种种限制，华商从中国批量进口当地市场所需商品，批发给当地零售商，赚取差价。

进口商品都是当地民众日常生活用品，如鞋子、衣服、蚊帐、塑料花、大蒜、摩托车等。从这个意义上

看，华商与活跃在中国浙江、广东等地的非洲商人从事的是同样的业务，他们都是利用中国相对于

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为广大民众提供价廉物美、此前无力购买的消费

品。华商在当地的经营活动主要包括以下环节：海关办理商品进口清关手续、向本地零售或批发商

兜售、在仓库或门店办理批发业务、赊账情况下追讨货款、前往银行存汇款等。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华商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主要集中在雇员、客户两个层面。

出于控制经营成本和服从当地法律的考虑，华商必须雇用当地员工维持日常经营。绝大多数

当地员工从事的是运输、装卸、堆放货物等体力工作，领取大致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薪酬（１５万
至２０万先令，大约合５００元人民币），极少数当地员工能够参与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甚至陪同老
板到中国进货，工资超过５０万先令，相当于当地一个普通警察工资的两倍多。大多数当地雇员被
排除在经营活动主要环节之外的现实源于双方之间缺乏信任，更确切地说，华商对于当地员工处处

提防，当地员工觉得中国老板很难沟通。这种状态的出现同样是双方互动的结果。我们调查的所

有华商都认为，让当地员工参与经营活动的实质性环节，包括海关清关、开拓业务、追讨货款等能够

更加顺利，可以大大减轻自己的工作负担，但之所以不让他们介入，是因为几乎每个人都亲身经历

或多次听说由于当地员工不良行为损失惨重的事件，而且类似事件都发生在业已获得老板信任的

老雇员身上。

华商报告最多的是雇员在追讨货款和银行存款环节卷款逃走的行径，事情经过大同小异：老板

出于方便追款、防范抢劫的想法，让工作多年、深得信任的当地雇员携带上千万现金，最后雇员不知

所踪。日常经营过程中，几乎每个华商都经历过雇员从仓库顺手牵羊、偷偷把货品带出去贩卖的情

况。最严重的是，老板在回中国进货期间将店铺交给雇员管理，回来后发现雇员已将店铺转手、不

见踪影。这些事件的频繁发生和口耳相传让华商对当地雇员疑虑重重，即使那些与雇员关系融洽

的华商也开始担心，限制雇员介入经营活动的资金环节，一旦经营中出现问题则对雇员百般猜疑。

华商将与雇员的互动严格限制在经营活动范围内，与经营无关的一概屏蔽，甚至连开玩笑都避免。

少数华商尝试通过“高薪养廉”、定期开会、制定规章、组织聚餐等培养员工忠诚度，取得一定效果，

但依然面临各种不确定。有趣的是，经过若干年的磨合，华商对于当地雇员行为的认知趋向客观：

一方面，他们认为与当地人无法成为朋友，因为对方表现出的善意都是策略性的，目的在于获取实

际利益，更确切地说是要钱。另一方面，他们对当地人的行为表示理解，认为只是生存压力下的无

奈之举，谋财却不害命，大多数人也就是要点小钱改善生活而已。

华商与当地客户之间的关系更加简单，华商需要借助于当地客户实现经营，当地客户也依赖华

商供货保证零售，双方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利益共同体。对于当地大客户，华商不仅优先、优惠供

货，而且经营之外也会安排吃饭、中国行等维持良好关系，当地客户相应地必要时帮助华商解决实

际问题，譬如警察、税务部门的刁难等。对于当地小客户，华商默认现存的依附关系，譬如，允许无

法立即支付货款的客户暂时赊账，为客户提供保管货款的服务，甚至允许他们在自己租用的门店范

围内售卖。华商认为，如果不提供一些便利，这些小客户就无法生存，剥夺他们养家糊口的生路可

能会带来额外的风险，而且他们也努力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譬如帮忙搬运货物、看管店铺、处

理突发事件等。

正如之前提及，华商来到坦桑主要出于经济动机，坦桑尼亚对于中国价廉物美的大众消费品的

需求推动他们积极开拓市场、发展业务。然而，鉴于所在国政策环境的种种限制，他们在经济领域

的融入只能是有限的。华商从事的贸易行业技术门槛低，在当地雇用的员工和交易的客户绝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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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是为养家糊口四处奔波的普通民众。华商来坦桑前对于现实国情民情缺乏必要的了解，对于

当地语言几乎一窍不通，经营过程中面对雇员的不良行径大多只能采取严防死守的策略。尽管双

方在年复一年的磨合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相互理解，但华商与当地雇员和客户的互动依然被严格

控制在生意范畴之内，双方的交往完全被功利目的主导，尽量避免其他与生意无关的交往。华商的

逻辑可以概括为，我们来这里就是赚钱的，他们和我们打交道也是为了赚钱。

二、社会层面主动隔离———与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的互动

在经营活动以外，华商在人际交往方面主动选择与当地社会近乎隔绝的生存方式。“独在异

乡为异客”，华商从熟悉的家乡来到陌生的非洲，气候条件、语言饮食、生活习惯都截然不同，一开

始与当地社会接触谨慎行事可以理解。然而，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主动屏蔽与当地社会无关经

营的社会交往是华商在与当地社会互动之后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为了克服日复一日的紧张焦虑和

规避各种无法预料风险的无奈之举。我们将从华商与当地政府部门和普通民众互动这两个角度探

讨这一选择背后的缘由。

华商从抵达坦桑尼亚的第一时间起，从机场入境到日常经营和生活中的种种手续，不得不与当

地各种行政部门打交道，特别是移民局、税务局、警察等执法部门。从华商的描述中，我们发现，当

地行政部门和华商之间形成了以“小费”为中介的利益链条。华商大多数不懂当地语言，英语也不

好，加上对当地法律和执法情况不了解，遇到被问询、质疑的情况往往不知所措、倾向于给点钱解决

问题，久而久之，当地行政部门发现为难华商能够没有风险地获取现金收益，开始制造各种“机会”

收取“小费”，甚至变换形式进行敲诈。华商虽然心有怨怒，但不敢走正常解决程序、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的心态最终还是占上风，明明知道对方敲诈还是选择“破财免灾”，双方互动因而进入恶性循

环。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极少数华商确实利用这种“小费文化”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买路。

几乎每个被访的华商都曾多次被警察以各种名目收取“小费”，以下三个案例比较具有

代表性：

案例１：我在坦桑尼亚经常被要小费，尤其是开车的时候。有一次要见客户，本来路
就很堵，碰上交警让停车，自己没有任何过错，他也不处理，就让你停车等着，我着急，问交

警：“你说吧，多少小费？”交警一脸正气地回答：“那怎么行，我不要小费。”我明白这是嫌少

啊，一般给５０００先令，这次给了２００００先令，交警二话没说把其他车疏通开，让我先走了。
案例２：我在这里卖大蒜，有一次警察来安全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警察却一直在

屋子里转，我就知道要出事。他们看到仓库里堆着大蒜，就开始不停地翻，终于看到一个

坏的，说：“你们得交罚款，你们的蒜都坏了。如果不交，我就给卫生局打电话，把蒜全拉

走去做检查，看是不是合格。”没办法，如果真给拉走了，损失就太大了，我们只能交罚款。

案例３：有一次我和老公开车出去办事，好多车在等红灯，这里的红灯不是特别明显，
前面有车已经过去了，后面的车又都在按喇叭，我们就跟着前面的车走。交警立刻把我们

拦下来，说是闯红灯了。我们说：前面的车都闯了你怎么不拦啊？他说：我是交警，我只知

道你们闯红灯了，必须交罚款。我们说：那你给开罚单，我们自己去交。他说：不行，罚款

交给我，我去帮你们交。最后我们给了１００００先令才让走。

类似这三个案例的情形在华商的讲述中多次出现，华商本身没有过失或只是小过错，但警察或

其他执法部门利用华商急于息事宁人的心态索要小费，甚至不惜制造事端来获利，案例２就是典型
的例子，这样的案例在移民局和税务局那里也很常见。而且，由于屡试不爽，当地执法部门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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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高要价，案例１和案例３都显示出这个趋势。对于这样的遭遇，绝大多数华商选择隐忍不
言、能躲就躲，尽量避免与行政部门接触。

与受政府部门、官方机构和大型企业委派在坦桑工作的华人不同，华商在当地并没有形成封闭

的居住生活区域，而是与普通民众毗邻而居，日常生活空间相互交错。这种直接嵌入当地社会的生

存状态客观上形成了华商与当地民众“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接触模式。然而，这种模式成为华商与

日俱增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来源。调查过程中，几乎每个华商都能如数家珍地讲述自己经历、亲眼目

睹或道听途说的被偷被抢经历。

华商讲述的遭遇按照情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大街上被随机打劫，硬抢或碰瓷，结果是随

身携带的现金、手机等被洗劫一空。有类似经历的不只是华商，其他外国人，包括欧美侨民都曾遭

遇，笔者也不例外。另一类是华商在携带大量货款现金时被抢，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银行附近，经常

是被跟踪观察多时、活动规律被发现之后的结果。这两类犯罪行为的肇事者都是平时在大街上游

荡的闲散人员，华商或其他外国人因为在穿着、手机等方面显示出高于当地普通民众生活水平而成

为作案的对象。最典型的例子是手机，当地一般人使用的还是诺基亚蓝屏功能机，智能机、特别是

苹果手机就成为偷盗的目标。华商由于日常经营只能现金交易，被迫大量携带现金外出，这也是他

们成为抢劫对象的主要原因。频繁发生的偷盗、抢劫让华商时时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自然而然

面对当地民众心生戒备，希望通过尽量减少接触来自我保护，害怕在不经意间“引狼入室”。

华商与当地行政部门和普通民众接触交往的困境很难简单归结孰是孰非。事实上，华商与在

达累斯萨拉姆经营的当地小商贩遭遇的问题基本一致。世界银行驻坦桑尼亚办事处发布的经济调

研报告指出，坦桑尼亚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大量农村青年涌入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寻求更好的收

入和生活条件。他们的到来造成城市小商业的繁荣，自２００７年开始以每年１５％的速度增长。这
些小商贩在城市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高度缺乏信任的商业环境，体现在经营外部条件上，主要存在以

下困难：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交通拥堵、犯罪率攀升，平均每天用于城市通行的时间为１７０分钟，相当
于每月损失１７美元，即一个普通商贩月平均收入的近３４％，频繁的入室盗窃和武装抢劫不断威胁
正常经营，普通商贩没有能力和资源加强安保措施；此外，行政和执法成本居高不下，各级行政部门

层出不穷、随意更改的审批和收费让普通商贩不堪重负，警察和司法部门的腐败让法律规定的各项

保护措施沦为一纸空文。①

三、发展中的坦桑尼亚与华商的生活世界

正如前文所述，华商不远万里来到坦桑尼亚经营贸易，这是在中非关系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

中国和非洲在制造业领域呈现出的暂时性优势互补的结果，也是中国和非洲两大市场供需平衡的

结果。华商与当地社会互动过程中表现出的经济领域积极融入、社会层面主动隔离的模式无法简

单归咎于华商，也不能笼统诉诸于文化差异。笔者认为，可以从坦桑尼亚发展转型的大环境和华商

的生活世界两个层面理解这一模式的形成。

坦桑尼亚自２０００年以来经济持续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７％。② 即使在全球经
济陷入低迷的２００８年前后，坦桑尼亚政府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护了高增长势头，并在随后
的６年时间里，努力降低公共投资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将公共债务和通货膨胀比率控制在比较合
理的范围内。然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坦桑尼亚在宏观经济方面的优异表现对于国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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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贡献非常有限。首先，由于人口以平均每年２．７％的速度增
长，相当于每２５年总数翻一番，①经济总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
１９１个国家中排名１７６（２０１２年）。换言之，经济增长在非洲乃至全球名列前茅的坦桑尼亚依然无
法摆脱贫穷国家的地位。② 其次，经济增长主要由矿业、电信和银行等资本密集型产业拉动，这些

产业不仅对改善就业作用有限，而且与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和就业格局完全脱节。坦桑尼亚依然是

一个农业国家，全国７５％的人口生活在农村，８０％的就业集中在增长缓慢、效率低下的农业和低端
制造业。③ 因此，经过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坦桑尼亚的贫困人口比例与２０００年持平，约占全国人口
的３０％，其中三分之一极度贫困，超过８０％的贫困人口在农村。④ 最后，尽管政府充分意识到人力
资源对于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意义，自２０００年起不断加大教育领域的投资，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１年，生
均教育经费投入增长１７５％，但教育领域的积弊和落后无法在短时间内依靠公共投资得以显著改
善。在国家大力推动下，坦桑尼亚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迅速提升，２００５年小学入学率达到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的要求，中学入学率从２００５年的５％增加到２０１０年的３０％。然而，学龄儿童人数的
增加让公共投资捉襟见肘，教学质量甚至出现不断下滑，小学毕业率从２００７年的７０％下降到２００９
年的５０％，中学毕业率则从２００５年的３４％下降至２０１０年的９％。⑤ 教学质量的低下直接导致毕业
生无法获得就业市场所需技能，教育因而无法成为消除贫困、实现社会上升的手段。

上述阻碍国家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在快速扩张的大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根据坦桑尼亚

人口普查数据，城市人口的比率从１９６７年的５．７％增加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９．１％。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的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三分之一，人口增长率６．５％，超过全国５．３％的增长速度。⑥ 城乡差距的加
大促使大量农村青年前往大城市，特别是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这些绝大多数只受过小学教育的农

村青年因为缺乏必要的技能，在城市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官方公布的４％的失业率背后是大量低
收入、不稳定就业。仅以小型商业为例，８４％的商业是个体经营，只有３％的经营者完成中学教育，
１．５％的经营者按照政府要求进行了注册，９０％的经营者平均每月利润不到１７６美元，只能勉强维
持生活，４０％以上的商贩在５年内关门。⑦ 如今，坦桑尼亚主要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均面临犯罪率
攀升、安全形势恶化的挑战。２０１４年美国国务院关于坦桑尼亚犯罪和安全形势报告明确指出，达
累斯萨拉姆等大城市的治安状况持续恶化，最突出的是大街上随时可能遭遇的偷盗、劫财，袭击者

多以小团伙形式出现。暴力犯罪和入室抢劫也时有发生，开车出行也经常被偷被抢。当地警察因

为薪酬过低、设备不足、缺乏训练无法有效应对，坦桑尼亚９０％以上民众认为警察和司法部门是最
腐败的国家机构。⑧ 坦桑尼亚本地的民间独立调查机构的相关调查结果也证实了上述问题。⑨

由此不难发现，华商与当地社会互动中遭遇的种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坦桑尼亚在发展

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换言之，与坦桑本地民众和其他外国人相比，华商的经历并不特殊。十多年持

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使得原本并不突出的国家治理方面的缺陷变得尖锐而紧迫，华商只是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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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证人。

从华商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可以借用现象学提出的生活世界的概念来分析他们的选择。胡

塞尔认为，生活世界是日常活动的经验世界，是可以直接了解和观察的世界。① 舒茨从社会研究的

角度对这一概念做了操作化定义。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世界，是主体与所有与之发生互动的个

体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下分享的世界。生活世界的基本结构是人与人之间直接发生的互动。从前

人那里学习以及自身经历的经验都会成为指导我们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行动的知识储备。② 华商从

中国来到坦桑尼亚，离开多年生活的熟悉世界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对于这个全新世界

的了解仅限于那些广为流传的对于非洲的刻板印象。③ 他们在原先生活世界中积累的知识在全新

的世界中失去了效用，完全不懂当地语言或只掌握少量英语的现实让他们无法学习适应新世界必

需的知识。私人经营者的身份以及完全嵌入当地社会的经营和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在频繁的互动交

往中探查、体验全新的生活世界。

我们访问的华商绝大多数都是２００５年后来到坦桑，正值当地城市化加速发展、小型商业迅猛
增长的阶段。华商从事的进口、批发业务为当地商贩的零售业提供了货源，而大量低价的中国消费

品正好满足了蓬勃兴起的城市消费需求。在“卡里亚库（Ｋａｒｉａｋｏｏ）”批发市场从业的华商就业稳
定，经营的店铺少则两三年，多则十多年。他们拥有基本固定的客户群，业务已经形成一定规模。５
年前，他们的年收入普遍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近年来由于进口关税提高和国内劳工成本增加有所

减少，但也能维持几十万的纯收入。我们在与华商访谈和在店铺观察的过程中发现，当地客户对于

华商经营商品的需求切实可靠，雇员则因此获得了相对稳定、待遇良好的就业。因此，无论对于客

户还是雇员而言，华商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生计来源。华商在经济领域与当地社会互动过

程中能够明显感知对方“有求于我”，有些人甚至因此在话语和态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强势，相对稳

定丰厚的收入则让华商不断确认在经济领域积极融入的选择的正确性。

然而，在经营活动之外，华商无论是与各级行政部门打交道，还是日常生活中与普通民众接触

过程中，通过不断重复的各种遭遇时刻感受到来自现实世界的排斥和敌意。华商因为语言和文化

屏障无法从当地社会的视角出发去理解、分析自身遇到问题的根源。他们同样无法从当地华人世

界中获得帮助。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华商大多对中国驻坦大使馆持负面态度。他们普遍认为，

大使馆不仅对于华商的遭遇不闻不问、对其求助请求拖沓怠慢，而且还偶尔公开发表不利于华商的

言论。大使馆同样对自发来到非洲经营的华人态度负面，认为他们散乱差，低端无序，要求他们自

我组织、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④ 作为华商自我组织的商会尚在起步阶段，干预能力有

限，充其量只能发挥联谊会的作用，无法有效捍卫华商的正当权益。普通华商之间由于业务竞争相

互提防，无法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缺乏信任、风险频仍的商业环境下，坦桑

尼亚本地商贩采取诸如雇佣自家亲戚、拒绝赊账等措施自我保护，华商则选择主动隔绝经营活动之

外的其他交往来抵御现实世界带来的焦虑和不安。因特网提供的虚拟世界为华商提供了与国内亲

友维持正常交往的可能，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看到的华商生活状态是：每周工作６天以上，每天从早
晨６点到晚上１０点都在应付生意，他们的手机时时刻刻在线，工作间歇随时通过微信与国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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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著，张庆熊译：《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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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剩下的一天就是在家做家务、看电视。他们对当地的新闻、文化、景观不关注，也不感兴趣，继

续留在坦桑尼亚的唯一理由就是尽一切可能拼命赚钱。然而，虚拟网络世界在补偿现实世界正常

交往缺失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华商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排斥，而且，网络世界不可能完全替代现

实，地理距离带来的疏离则会引发新的不安全感，正如一位报告人曾告诉我，他想尽快回国，害怕在

这里待久了就很难回去了。这同时印证了访谈中发现的另一个现象，那些与家人一起生活在坦桑

尼亚的华商大多选择长时间驻留。

四、结 语

“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在于能否切实推动民心相通，相关国家普通民众对于中国的

认知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之后前往这些地区的中国“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形象的

“代言人”。从这个角度出发，过去十年间深入非洲社会基层、与广大民众“亲密”接触的华商群体

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参考。这些走进寻常百姓日常生活的华商在日复一日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交

往中与非洲民众体验着彼此的世界，感受着彼此的差异、距离乃至紧张、冲突。他们是非洲大众接

触、认知中国和中国社会的直接媒介。他们在中非交往“最前沿”的所思、所想、所感，他们在异域

他乡的经历、体验和困境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新移民”在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

重要价值。

华商与当地社会互动的模式可以归结为：经济领域积极融入，社会层面主动隔离。这一模式的

形成并非是所谓中国人的文化特性所致，而是华商在与当地社会接触、交往之后的无奈选择。真正

理解华商融入抑或隔离的选择，需要同时关注华商生存的环境———发展中的坦桑尼亚面临的治理

挑战以及华商在当地现实与虚拟两重生活世界中的挣扎。破解华商与当地社会互动的恶性循环并

非绝无可能。随着中非关系的深化，民间交往日益密切，出于各种原因、特别是为寻求更好职业发

展而自发前往非洲的国人越来越多。中方政府部门应当重新评估以华商为代表的自发前往非洲的

华人群体对于推动中非关系健康发展的意义。华商的生存困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非通过所谓

提高素质、遵纪守法就能够解决。中非双方政府间的协商、引导、调控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其次，如

何推动双方基层民众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文化和社会是更加长远而复杂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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